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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晰氯代烃在复杂污染体系中的生物转化机制对强化污染物原位生物修复有重要意义。填埋场属典

型复合污染场地，本文对不同地区填埋场填埋气中氯代烃种类、含量和其在覆盖层中的降解情况进行统计

分析，发现填埋气中主要包括氯代烷烃和氯代烯烃两大类污染物，其浓度分别为 0.20–32.45 μg/m3 和

0.50–32.45 μg/m3；覆盖土对氯代烃降解速率随着氯原子取代的增多而降低。基于覆盖层中微生物种类

多、生长底物复杂多样和不同梯度氧气含量差异等特点，总结得出氯代烃在覆盖土中的降解途径主要是

好氧共代谢、直接氧化和厌氧还原脱氯；并基于不同工况特点构建了氯代烃在填埋场覆盖层底部扩散至

大气界面过程的生物转化机制模型。最后就复杂环境体系中氯代烃类污染物的去除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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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填埋场作为国内外的主要固体废弃物处

理处置方式，具有安全性高、处理费用低和处理

量大等特点[1]。填埋场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填埋气，

是填埋垃圾稳定化过程中的主要副产物[2]。填埋气

中除了甲烷(CH4)和二氧化碳(CO2)，还包括一些多

碳烷烃、环烷烃、芳烃和卤代化合物等挥发性有

机物[3–4]，其中的氯代烃类污染物种类多、成分复

杂、毒性强，如未经处理排放到大气中对周围环

境及人类生命造成极大危害[4–6]。因此有效去除该

类污染物对地球生态环境的保护有重要意义。 

填埋场覆盖土在填埋气长期驯化过程中衍生

了多种功能微生物，它们能够有效去除填埋气中

甲烷、氯代烃等有毒有害气体[7–9]。前期研究主要

报道了覆盖土中甲烷氧化菌在单因素控制条件下

对氯代烃的降解作用[10]，发现在以甲烷为底物的

有氧共代谢条件下，甲烷氧化菌能够降解多种氯

代烃[11]。甲烷单加氧酶可将氯代烯烃催化成环氧

化合物，而后其自发分解为氯离子和二氧化碳；

氯代烷烃在甲烷单加氧酶作用下一般先形成氯

代羟基化合物，然后自发脱氯形成氯盐和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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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12–15]。填埋场场地监测和实验室覆盖土氯代烃

降解研究发现，在甲烷为共代谢底物条件下，所

有低取代卤代烃都能被降解；有氧甲烷共代谢条

件下全卤代烃不能降解，但可进行厌氧脱氯，而

后实现共代谢降解[2,8,16–17]。 

课题组前期开展了填埋场覆盖层中氯代烃共

代谢降解的研究，并对不同深度覆盖层中的微生

物群落结构和生物多样性进行分析，发现除甲烷

外还有多种底物和多种属微生物参与了氯代烃生

物降解[18]。受氧气扩散及覆盖层中生物氧化的影

响，覆盖层可根据氧气含量分为厌氧区(>40 cm)、

兼性厌氧区(20–40 cm)和有氧区(0–20 cm)[19]。现

有研究主要针对单一菌种(如甲烷氧化菌)、单一环

境条件(好氧或厌氧)的氯代烃生物降解[11,20–21]，但

实际上氯代烃在覆盖土中的生物降解存在多种途

径且不同的降解机制会随着氧气含量的变化而发

生转变。对类似复杂环境体系下氯代烃污染物降

解机制及不同工况条件下主导机制转化的系统性

归纳目前还未见报道。 

据此，本文对多地区填埋场中填埋气的氯代

烃污染特性开展广泛调研，系统分析填埋气中氯

代烃的种类、浓度变化规律；对氯代烃含量及其

降解研究进行总结，确定不同覆盖层深度、不同

工况条件下微生物对氯代烃的降解方式及降解能

力；结合填埋场覆盖层中氧气分布特性和微生物

多样性研究，构建氯代烃在覆盖层底部扩散至大

气界面全过程的生物降解机制模型。最后对复合

污染场地中氯代烃类污染物的生物降解研究进行

展望，以期为复合污染场地难降解污染物的原位

生物修复提供理论指导。 

1  填埋场中氯代烃的组成 

填埋气中挥发性氯代烃约占非甲烷类挥发性

有机物的 2%[9]，对现有关于填埋气成分研究的多

篇文献中共有的氯代烃的组成和含量进行了统计

学分析，其主要种类及浓度变化箱图如图 1所示。

填埋气中氯代烃主要以短链(C<2)氯代脂肪烃和

氯苯(一氯，二氯和三氯)为主。填埋场表层氯代烃

平均浓度较高的物质主要是二氯甲烷(DCM)、三

氯甲烷 ( T C M )、三氯乙烯 ( T C E )和四氯乙烯

(PCE)[9,16,22–23]。其浓度范围分别为 0.2–32.4、

0.5–32.4、0.60–46.46和 2.000–105.045 μg/m3，平

均浓度分别为 12.99、11.88、10.65和 15.46 μg/m3。

氯代芳香族化合物普遍含量较少，并较稳定，变

化范围为 0.50–2.37 μg/m3。由于填埋场的地域差

异、气候变化及内部垃圾发酵程度不同，这些物

质的浓度变化较大。此外，由于不同地区发展程

度及垃圾分类等处理方法的差异性，使得填埋的

垃圾组成也有很大差异，导致分解后产生的氯代

烃种类各不相同。甚至有研究者在填埋气中检测

到的氯代烃超过 30 种[24]。实际场地分析发现不

同深度的氯代烃浓度有很大差别，相关研究发现 

 

图 1.  填埋气中常见挥发性氯代烃化合物含量变化箱图 

Figure 1.  The content of common volatile chlorinated 
hydrocarbon compounds in landfill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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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埋气中挥发性氯代烃在覆盖层以下 50 cm 左右

时浓度最高[23]，氯代烃浓度与深度成正相关，这

说明氯代烃在覆盖土中不断发生降解。 

2  覆盖土对氯代烃的生物降解 

填埋场覆盖层对甲烷氧化和生物降解氯代烃

类物质有巨大潜力[9]。研究者从多方面研究了覆盖

土对氯代烃的降解[6,8,24]，包括血清瓶小试实验、

模拟覆盖层氯代烃生物降解和实际场地中氯代烃

浓度的监测。不同工况条件覆盖土对氯代烃的降

解如表 1所示。氯代烃降解速率受温度、初始浓 

度、覆盖材料和氧气浓度等因素影响。当温度为

22 °C、甲烷浓度为 15%(V/V)、氧气浓度为 35% 

(V/V)时，通过批次实验发现覆盖土对氯乙烯(VC)

的降解速率高达 8.6 μg/(gsoil·h)[25]。Scheutz等长期

研究发现，覆盖土对填埋气中所有的氯代烃均有

降解效果，在模拟覆盖土的土柱实验中 DCM的去

除率高达 70%–80%[7,26]。覆盖土对 TCE、DCM等

13种氯代烃有明显的生物降解，但当 TCE和二氯

乙烯(DCE)等氯代烃浓度大于 20 μg/L时，覆盖土

对其几乎没有降解效果。 

氯代烃结构尤其是氯原子数量对其生物降解

机制有很大影响[27]，氯代烃中氯原子数及 Cl/C对

其在覆盖土中降解速率影响如图 2 所示。填埋场

覆盖土在氧气和甲烷存在条件下，对低氯代化合

物降解速率较高。一般而言，覆盖土对氯代烃降

解速率随着氯原子取代的增多而降低，氯代烷烃

大于氯代烯烃的降解速率。氯原子取代位置不同

降解速率也有微小差异，例如反-1,2-二氯乙烯

(t-1,2-DCE)的降解速率高于顺 -1,2-二氯乙烯

(c-1,2-DCE)。不同氯代烃的降解速率随着 Cl/C的

比值增大而降低，当 Cl/C的比值大于 3时污染物

的降解速率几乎为 0。Hazen[28]也在厌氧和好氧条

件下对甲烷氧化菌降解氯代烃速率与取代氯原子

数目的关系进行了相关研究，发现氯代烃的氧化

速率随氯原子取代数目的增多而降低，还原速率

随氯原子取代数目的增加而增加。 

3  填埋场覆盖层中氯代烃的生物降

解途径 

3.1  氯代烃的共代谢生物降解 

在自然环境中，氯代烃的主要降解方式之一

是共代谢降解[32]。目前发现产生共代谢酶的微生

物主要有甲烷氧化菌、假单胞菌属、分支杆菌属

和黄色杆菌属。许多烃类(烷烃类、烯烃和一些芳

香烃)、醇类(甲醇、乙醇)、酚类(苯酚)、糖类(葡

萄糖)、盐类(甲酸盐、乙酸盐)甚至氨都可作为微

生物底物共代谢降解氯代烃[28,33–36]。共代谢降解

氯代烃酶主要有烷烃单加氧酶、烯链单加氧酶、

甲苯单加氧酶/双加氧酶、氨氧化酶和苯酚羟化

酶等[33–47]。 

覆盖土中甲烷氧化菌能够以填埋气中甲烷为

底物共代谢降解氯代烃已被广泛报道。填埋气中

除甲烷外，还有可作为微生物生长底物的丁烷、

丙烯等长链脂肪烃和苯、甲苯等芳香烃化合物[2,4]。

已有研究证明覆盖土能有效降解甲苯[48–50]，说明

覆盖土中存在以非甲烷为底物生长的微生物。高

艳辉等[18]研究了铜离子在覆盖土微生物降解 TCE

中的影响，分析了降解过程中的关键酶的定量表

达，发现不仅有甲烷单加氧酶随铜离子变化，还

有苯酚羟化酶基因的表达，表达量(LmpH/16S)为

4.80×10–8–2.22×10–7；同时，生物多样性分析显示

降解过程的活性菌除甲烷氧化菌外还有假单胞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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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覆盖土对不同氯代烃的降解情况 

Table 1.  The degradation of chlorinated hydrocarbons in landfill cover 
Chlorinated hydrocarbons Concentration/(μg/L) Biodegradation rates Experiment condition References 
Tetrachloroethylene 
(PCE) 

7 0.025 15% CH4 and 35% O2 [29] 
20–2000 No degradation 15% CH4 and 35% O2 [30] 
5 No degradation 15% CH4 and 35% O2 [8] 
30 No degradation 15% CH4 and 30% O2 [16] 
20 No degradation 15% CH4 and 30% O2 [25] 

Trichloroethylene 
(TCE) 

30 0.094 15% CH4 and 35% O2 [29] 
40 0.057±0.153 15% CH4 and 35% O2 [8,26] 
100 (4.1±10–2)g/(m2·d) Column experiments [26] 
20–2000 0.060 15% CH4 and 35% O2 [30] 
30 0.057±0.002 15% CH4 and 35% O2 [16] 
50 0.017 15% CH4 and 30% O2 [25] 
17.6 94.230 mg/(m2·d) Mixed compost (30%)  [31] 

88.110 mg/(m2·d) Mixed compost (50%)  
83.880 mg/(m2·d) Mixed compost (75%)  

1,1-dichloroethylene 
(1,1-DCE) 

80 0.114 15% CH4 and 35% O2 [29] 
80 0.050±0.116 15% CH4 and 35% O2 [8] 
500 0.008 15% CH4 and 30% O2 [25] 

c-1,2-dichloroethylene 
(c-1,2-DCE) 

400 1.381 15% CH4 and 35% O2 [29] 
20–2000 1.200 15% CH4 and 35% O2 [30] 
170 0.318±0.078 15% CH4 and 35% O2 [8] 
800 4.134±0.048 15% CH4 and 30% O2 [16] 
800 0.225 15% CH4 and 30% O2 [25] 

t-1,2-dichloroethylene 
(t-1,2-DCE) 

700 3.244 15% CH4 and 35% O2 [29] 
20–2000 2.900 15% CH4 and 35% O2 [30] 
300 1.119±0.015 15% CH4 and 35% O2 [8] 
1200 1.841±0.013 15% CH4 and 30% O2 [16] 
800 0.263 15% CH4 and 30% O2 [25] 

Vinyl chloride 
(VC) 

120 0.509 15% CH4 and 35% O2 [29] 
1000 1.456±0.012 15% CH4 and 35% O2 [8,26] 
310 1.8±0.1 Column experiments [26] 
20–2000 8.600 15% CH4 and 35% O2 [30] 
600 8.564±0.385 15% CH4 and 30% O2 [16] 
100 0.175 15% CH4 and 30% O2 [25] 

Trichloromethane 
(TCM) 

30 0.028±0.005 15% CH4 and 35% O2 [8,26] 
50 (2.30±0.01)g/(m2·d) Column experiments [26] 
160 0.136±0.004 15% CH4 and 30% O2 [16] 
400 0.013 15% CH4 and 30% O2 [25] 

Dichloromethane 
(DCM) 

200 0.686±0.052 15% CH4 and 35% O2 [8,26] 
1270 7.3±0.1 Column experiments [26] 
700 0.885±0.004 15% CH4 and 30% O2 [16] 
70 0.467 15% CH4 and 30% O2 [25] 
54.2 427.815 mg/(m2·d) Mixed compost (30%) [31] 

311.670 mg/(m2·d) Mixed compost (50%)  
294.300 mg/(m2·d) Mixed compost (75%)  

Tetrachloromethane 
(TeCM) 

20 No degradation 15% CH4 and 30% O2 [16] 

1,1,1-trichloroethane 
(1,1,1-TCA) 

45 No degradation 15% CH4 and 35% O2 [8] 

1,1,2-trichloroethane 
(1,1,2-TCA) 

40 0.136±0.011 15% CH4 and 35% O2 [8] 

1,1-dichloroethane 
(1,1-DCA) 

260 0.169±0.023 15% CH4 and 35% O2 [8] 
800 1.742±0.017 15% CH4 and 30% O2 [16] 
1000 0.154 15% CH4 and 30% O2 [25] 

1,2-dichloroethane 
(1,2-DCA) 

270 1.716±0.085 15% CH4 and 35% O2 [8] 
280 2.809±0.089 15% CH4 and 30% O2 [16] 
200 0.217 15% CH4 and 30% O2 [25] 

All the experiment were operated in the 22 °C, the unit of biodegradation rates unsigned were μg/(g soi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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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氯代烃中氯原子数及 Cl/C 对其在覆盖土中降解速率影响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of chlorinated hydrocarbons in landfill gas biodegradation rates between the value of 
Cl/C (A) and the number of attached chlorine atoms (B). 

 

等可共代谢降解氯代烃的微生物。因此，覆盖层

中的氯代烃共代谢降解是多种底物，多种微生物

和多种酶共同参与的结果。 

3.2  氯代烃的直接降解作用 

有氧条件下，一些微生物可以直接利用某些

氯代烃作为能源和碳源。Kitayama 首次报道了好

氧条件下 Pseudomonas aeruginosa JI104能将三氯

乙烯作为唯一碳源[51]。Olaniran等[52]在非洲污染场

地分离的土著菌能够在有氧条件下对顺反-二氯乙

烯(c-1,2-DCE，t-1,2-DCE)进行还原脱氯。Schmidt

等的研究发现从污染地下水中分离的菌在不添加

任何生长基质的条件下也能降解 TCE[52]。另外，

Olaniran报道了分离的 7种细菌可以 c-1,2-DCE和

t-1,2-DCE为能源物质[52]。这些分离得到的细菌，

有 2 种属于 Acinetobacter species，另外 2 种为

Bacillus species，分别为 Bacillus subtilis和 Bacillus 

cereus。 

填埋气向上扩散过程中，由于厌氧条件下还

原脱氯作用，低氯代烃的种类和含量逐渐增多，

在兼性厌氧区和有氧区可以被直接氧化降解。

Tiehm等的研究发现氯乙烯(VC)、t-1,2-DCE、1,2-

二氯乙烷(1,2-DCA)和 DCM 等氯代烃可作为微生

物碳源[53]，相关微生物主要属于 Pseudomonas 和

Bacillus，而覆盖层原始土样中也发现含有丰富的

相关菌属[54]，孔娇艳等[1]研究发现随着对 TCE 的

降解覆盖土中相关菌属的相对丰度也发生变化。

因此直接降解也是填埋气中氯代烃污染物的去除

方式之一。 

3.3  厌氧条件下氯代烃的还原脱氯 

氯代烃的生物降解方式与氯代烃的结构及其

取代程度有关。有氧条件下，其降解速率随 Cl/C

值增加而减小，甲烷氧化菌不能降解四氯乙烯

(PCE)等全氯代化合物[15]；厌氧条件下，氯代烃降

解更倾向于发生脱氯反应，降解速率随取代程度

的增大而增大。目前研究发现有多种微生物能够

通过还原脱氯过程将 PCE、氯苯等氯代有机物脱

氯形成低氯代中间产物或矿化生成CO2和CH4
[55]。

不同结构的氯代烃脱氯降解过程不同。一般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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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代脂肪烃主要通过水解作用、亲核反应和二卤

消去作用等机制脱去一个氯原子或多个氯原子；

氯代芳香烃则是只能在缺氧条件下由氢取代氯，

逐一脱氯的过程。脱卤素酶在厌氧还原脱氯过程

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般填埋场覆盖层覆盖土厚度在 70 cm以上，

由于氧气扩散不畅和甲烷氧化作用，一般在深度

大于 40 cm 处均为厌氧区。因此在该区域，氯代

烃的转化基本以厌氧降解为主。血清瓶实验发现

在厌氧条件下，全氯代烃能够被覆盖土降解发生

脱氯反应，而有氧时无降解[16]。但关于哪些菌起

降解作用还并未有深入研究。 

4  覆盖土中与氯代烃降解相关微

生物 

4.1  甲烷氧化菌 

填埋场覆盖土中微生物种类十分复杂，何芝

等在覆盖土土样中纲分类水平上共检测到 80多种

微生物，属分类水平上共检测到 460 多种微生   

物[54]。在系统发育树上大多属于 γ-变形菌门和 α-

变形菌门的甲烷氧化菌是填埋场覆盖土中最普遍

的微生物[56]。不同填埋场中甲烷氧化菌的主要菌

属如表 2 所示。Ⅰ型甲烷氧化菌主要包括甲基杆

菌属、甲基微菌属、甲基单胞菌属、甲基暖菌属、

甲基球形菌属、甲基热菌属、甲基八叠球菌属、

甲基球菌属和甲基盐菌属等。Ⅱ型甲烷氧化菌主

要包括甲基胞囊菌属，甲基弯曲菌属[57–64]。这些

甲烷氧化菌将甲烷转化成二氧化碳的第一步都需

要合成的甲烷单加氧酶(MMO)是共代谢降解填埋

气中典型氯代烃的重要催化剂。因此甲烷氧化菌是

去除填埋气中甲烷和氯代烃的最主要微生物之一。 

表 2.  不同填埋场覆盖层甲烷氧化菌的主要菌属 

Table 2.  The main methanotrophs genera in different 
landfill cover 

Styles Methanotrophs References 

TypeⅠ 

Methylomicrobium [57–59] 

Methylococcus [57–58,64] 

Methylobacter [58-64] 

Methylosarcina [58-60] 

Methylocaldum [59–60,63] 

Methylomonas [58–59,61] 

Methylosphaera [58] 

Methylococcales_Unclassified [58] 

TypeⅡ 

Methylosinus [57–58,60,62]

Methylocystis [57–59,61–64]

Methylocella [58,61] 

Methylocapsa [58,61] 

Methylocystaceae_Unclassified [58] 

 

4.2  其他微生物 

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分析表明覆盖土含有多

种功能微生物，除甲烷氧化菌外，还含有氨氧化

菌、硝化细菌、纤维素降解菌、产酸菌、产乙酸

菌、产甲烷菌、反硝化细菌、硫氧化菌和硫酸盐

还原菌等[65]。赵天涛等通过对覆盖土中的微生物

长期研究富集分离出了可降解氯代烯烃的贪铜

菌[66]和甲基杆菌[67]，它们能够利用三氯乙烯、二

氯乙烯和氯乙烯等难降解毒性有机物为唯一碳源

和能源生长，能够在贫养环境中保持较高的活性。

基于覆盖土微生物，制备了可降解氯代烃复合菌

剂[68]。此外，甲烷氧化菌的活性也受其他微生物

的影响，相互之间存在多种相互作用关系。Stock

等研究并预测了甲烷氧化菌与其他 24种异养微生

物间的关系，发现在甲基单胞菌属和贪铜菌混合

培养时甲烷氧化菌的密度分别是分开培养的 3 倍

和 4 倍，而铜绿假单胞菌和甲基杆菌混合培养时

能够抑制甲烷氧化菌的生长[69]。因此，覆盖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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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氯代烃生物降解并非单一菌种独立完成的，而

是多种微生物的共同作用。 

5  氯代烃在覆盖土中的降解机制 

自然界中氯代烃的生物降解过程取决于多种

因素，包括共代谢底物类型、微生物种类、氯代

烃结构和氧气含量等[31]。生活垃圾填埋场覆盖层

作为复杂的次生环境，具有多样的环境体系。首

先，从底物多样性而言，填埋气中除甲烷外，还

含有芳香烃、多碳烷烃、酮、有机酸、醛、脂类

和萜类等[70]，这些物质大多数可作为微生物的能

源和碳源；其次，覆盖层土壤在填埋气长期驯化

过程中衍生了多种微生物，这些菌为氯代烃生物

降解提供了丰富的微生物资源；第三，填埋气中

检测到的氯代烃种类多，涵盖了氯代烷烃、氯代

烯烃和氯代芳烃，结构性差异导致了降解速率和

降解方式的不同；最后，覆盖层中甲烷的生物氧

化过程和氧气的扩散限制使得覆盖层在不同深度

出现了厌氧区、兼性厌氧区和好氧区，这导致了

降解方式的差异性。 

根据以上分析，填埋气中氯代烃在覆盖土中

的生物降解模型如图 3 所示。在氯代烃污染物向

上扩散的过程中，首先经过覆盖土中的厌氧区，

由于氯原子具有强的电负性，多氯代有机物碳原

子电子云较低使其在酶的作用下容易与还原剂发

生反应[71]，可以推测在覆盖土厌氧区的还原脱氯

作用是多氯代有机物进行生物降解的第一步。随

着挥发性有机物在覆盖层中的扩散，厌氧降解产

物和未发生降解的氯代烃进入覆盖层中的兼性厌

氧区和有氧区。在该区域低氯取代的化合物在多

种微生物作用下发生共代谢降解或直接作为微生

物生长基质，氯代脂肪烃在加氧酶的作用下一般

先转化为不稳定的环氧化物，破坏有机物结构，

然后进一步降解为短链酸等中间产物，从而实现

降解[12,14]；氯代芳香族化合物在有氧区的氧化模

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先开环再脱氯，即在加氧酶

的作用下，好氧微生物使苯环羟基化，形成氯代

儿茶酚，进行邻位、间位开环再进行脱氯。二是

先脱氯再开环，即在水解酶的作用下，氯代芳香

族化合物先脱氯后再打开苯环，最终矿化[26,72]。 

 
图 3.  氯代烃在覆盖土中的生物降解机制模型 

Figure 3.  The biodegradation model of chlorinated hydrocarbon in landfill covering s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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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utz等[73]研究了填埋场覆盖层中氟氯烃(CFCs)

的降解，发现厌氧和好氧条件下 CFC-11都能发生

降解，分别通过脱氯和氧化途径进行，构建的覆

盖层中 CFC-11降解模型与本文结论相符。 

氯代烃类有机物属难降解有机物，生物处理

难度大、工艺复杂，对其在复杂环境中生物降解

机制的深入探究有利于开发和完善新的污染物生

物降解工艺。现有研究已逐渐由单一菌种单一底

物的生物降解研究向混合菌群多底物转变[74–76]，

同时也有研究根据不同氯代烃在好氧和厌氧条件

下的降解难易程度开发了好氧/厌氧/好氧的连续

降解反应器，发现对 PCE、TCE、VC、三氯甲烷

(TCM)、和 1,1,2-三氯乙烷(1,1,2-TCA)等混合氯代

烃有很好的降解效果[77]。 

6  复杂环境体系中氯代烃类污染生

物降解研究展望 

量化微生物功能及相互作用关系对明晰氯代

烃类污染的降解机理十分重要，然而自然环境中

可培养微生物不足总量的 1%，这极大限制了对复

杂环境体系中氯代烃类污染物降解去除的深入研

究。未来研究中，在技术上首先应广泛地采用高

通量测序和宏基因组分析等先进的基因工程手段

确定填埋场功能微生物在覆盖层不同深度的丰度

和分布，来充分认识覆盖土中相关微生物的物种

多样性、基因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其次，利用

放射性同位素标记和气质色谱等技术手段，明晰

氯代烃的降解产物，深入探究氯代烃降解机理及

不同深度覆盖层中多机制转化过程。这些研究不

仅能够促进填埋气中氯代烃污染物的去除，也能

指导其他环境介质中相关污染物的去除。 

除垃圾填埋场外，氯代烃类污染物还广泛存

在于多种环境介质中，包括地下水、城市污水、

湖水沉积物及一些工厂周边土壤等[21,35]。原位生

物修复经济且对环境友好，是污染物的有效去除

方式之一，但复杂环境中污染物降解机制认识的

局限性限制了原位修复的高效应用。未来研究中

可基于覆盖层中氯代烃的生物转化机制理论，首

先监测出污染场地中污染物的结构、组成和含量，

以确定不同污染物的最有效降解方式；第二，全

面认识污染场地的微生物多样性，分析得出能够

降解污染物的主导菌群；另外还要明晰污染场地

不同区域的理化性质，预测相关污染物降解的程

度和趋势。综合这些信息，采取合理手段来强化

污染场地的原位生物修复，如污水、土壤原位修

复过程中是否需要额外添加微生物、无机盐或其

他的生长基质；污染水体的修复、处理过程中曝

气与否，曝气时间和曝气周期的确定等相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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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transformation and regulation biodegradation of 
chorinated hydrocarbons in land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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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standing the bio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chlorinated hydrocarbons in contaminated sit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in-situ bioremediation. Therefore, we summed up the overlapping composition of 

chlorinated hydrocarbons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 the concentration variations and degradation rate of chlorinated 

hydrocarbons in various landfill which wer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typical compound pollution sites. The 

statistical data indicated that chloralkane and chloroalkene concentration ranged 0.20 to 32.45 and 0.50 to 32.45 μg/m3,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the main components. We also found that biodegradation rates of chlorinated 

hydrocarbons decreased with the number of attached chlorine atoms in landfill cover. Then, we summarized the 

biodegradation mechanism of chlorinated hydrocarbons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e results 

implied that chlorinated hydrocarbons biodegradation incorporated aerobic co-metabolism, halorespiration and 

anaerobic reductive dechlorination involved in a wide range of substrates and a variety of functional microbes. 

Based on of these analyses, we constructed biodegradation models of chlorinated hydrocarbons in landfill cover. 

Finally, the possible development of chlorinated hydrocarbons biological removal in the future was predicated. 

Keywords: landfill cover, chlorinated hydrocarbons, co-metabolism, mechanism model of biodegra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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